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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政策研究在从“语言政策与规划”向“语言管理与治理”不断深入 发 展 的 过 程 中，已

经关注到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相关文献中“意识形态”概念往往与“语言意识

形态”概念混为一谈。鉴于此，文章 在 讨 论“意 识 形 态”与“语 言 意 识 形 态”两 个 概 念 联 系 与 区 别 的 基 础

上，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和“话语互动”路径，旨在说明前者注重揭示语言政策与规

划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后者注重阐释语言管理与治理过程中治理者话语与被治 理 者 话 语 之

间相互作用形成治理效果的社会互动过程。文章对提出这两条路径的理念进行了说 明，并 对 其 在 语 言

政策话语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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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语言政策研究与（批评）话语研究相互借鉴，发展出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例如，基于对“话语”是社会

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是体现为文本、语体和文体的社会实践的认识，话语研究的学者发展出“语言政策的

话语路径（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①。基于对话语研究批评特征的认识，即批评话语

研究致力于揭示隐含在话语中的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意义，②语言政策研究的学者开启语言政策研究

的批评转向，提出了“批评语言政策（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的研究路径③。这些研究路径将语言政策

视为话语而非文本，对探究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形态以及

语言政策的话语建构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支撑。然而，随着语言政策研究的深入，

一些概念在文献中显现得边界模糊，彼此之间的关系不甚清晰；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制约其与批评话语

研究深度融合，却也为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整合不同路径，并提出新的研究路径提供了空间。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在语言政策研究的文献中经常被

无区分地混淆使用。例如，约翰逊（Ｄ．Ｊｏｈｎｓｏｎ）在讨论希夫曼（Ｈ．Ｆ．Ｓｃｈｉｆｆｍａｎ）和斯波斯基（Ｂ．Ｓｐｏｌｓｋｙ）

对“语言政策”定义的异同时就指出，前者认为语言政策根植于语言信仰和语言意识形态之中，后者则将

意识形态本身视作语言政策。④ 在这些表述中，“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与“语言态度”“语言信仰”等术语

相互替代，同时也与“语言意识形态”概念替换使用。不仅在表述方面，在实际研究的案例中“意识形态”

和“语言 意 识 形 态”两 个 概 念 的 区 别 也 被 忽 略。例 如，瑞 森 托（Ｔ．Ｒｉｃｅｎｔｏ）在 评 论 斯 普 兰 德（Ｖ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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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ｌｕｎｄｅｒ）和莫提默（Ｋ．Ｍｏｒｔｉｍｅｒ）分别做的两个研究案例时，实际上涉及“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

两个概念，但却以“语言意识形态”一个概念囊括，并以此为标题展开讨论。①

“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概念内涵、适用范畴都有

所不同。② “意识形态”是批评话语研究关注的课题，批评话语研究的学者范代克对话语体现在社会主

体意识形态的方式和过程都有深入的研究③；“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人类学研究的课题，西尔弗斯坦关

于“指向性”的研究、戈尔和厄文关于“呈符化”的研究都对语言意识形态过程做出了深刻的阐释④。尽

管不同领域对“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的研究非常深入且颇具影响，但是将二者聚合在一起讨论

语言政策研究也颇具创新性。因此，本文基于语言政策研究领域关于“语言管理及治理”是对“语言政策

与规划”的超越和扬弃的论述，⑤将“意识形态”概念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结合起来，而将“语 言 意 识 形

态”与“语言管理及治理”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本文试图说明“意识形态”在语言政策与规划制定过程中

的作用，同时强调在“语言管理与治理”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超越和扬弃过程中，从事语言政策研究的

学者越来越关注语言政策实施的效果，并已经认识到语言政策承受者的“语言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对

语言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可以沿着“话语分析”和“话语互

动”两条路径深入展开。

二、“意识形态”与“语言意识形态”概念的异同

“意识形态”概念原本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使用的一个概念，一般与体现“政治纲领”的各种

“主义”联系在一起。⑥ 在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影响下，“意识形态”概念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

语言研究学者的关注。例如，福勒等人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大众媒体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

义，创立了后来发展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语言学。⑦ 在语言政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批评语言政策”

研究倾向，认识到语言政策都是含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是处于主导地位，他们通

过制定语言政策将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信仰这些“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推行开来。⑧

赵芃、田海龙基于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学领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将“意识形态”

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归纳为４点，分别为：（１）意识形态与“意识”和“认知”相关，是客观事物在头脑

中的主观再现；（２）意识形态的“意识”特性和“心理”特征上升到“思想”或“信仰”的层次，体现社会活动

者特定的社会立场；（３）意识形态与“权力”和“斗争”的概念相关联，是确立和保持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重

要方面；（４）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以话语的形式呈现⑨。据此梳理语言政策研究中有关“意识

形态”的表述，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和语言政策与规划制定者的主观意图和语言信仰颇为相似。例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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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何语言政策或是对任何语言进行规划，都体现出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者对相关语言的主观认识，

这种主观认识体现着制定者的社会立场，因此也代表其语言态度和语言信仰。这些语言政策和规划的

制定者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具有决定语言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的权力，他们在规定了一种语言形式

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与这种语言形式不相匹配的另一种语言形式。最终，他们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权

力体现在以文件形式出现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之中，他们的语言态度和信仰也体现在以文件形式出现的

“话语”之中。
“语言意识形态”概念具有“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含义，因此，在讨论隐性语言政策所具有的政策意

图而非政策本身时，也会使用“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① 但是，如果将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管理及治理

过程中治理与被治理的社会互动联系起来，聚焦语言使用者和研究者对语言的主观认识，那么，他们“对
语言本质、结构以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作出的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的表述”②，则构成“语言意识形

态”概念的含义。“语言意识形态”概念由语言人类学家西尔弗斯坦基于皮尔斯符号学关于符号与物体

之间“解释项”的论述提出。在皮尔斯看来，一个指向符之所以可以指向它的对象，与之建立起指向关

系，是因为“它与 那 些 把 它 当 作 符 号 的 人 的 感 觉 或 记 忆 有 联 系”，是 解 释 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猜 想”的 结

果。③ 据此，西尔弗斯坦认识到，一个语言特征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某个

地区或这个地区 的 居 民），这 种 语 言 特 征 与 其 对 象 的 指 向 关 系 称 为“第 一 级 指 向 关 系”（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④。在此基础上，西尔弗斯坦进一步指出，这个语境具有某种图示化功能，使人们

能够识别出这个语言特征在该语境中是否得体。这种“图示化”（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即是一种“语言意识形

态”，暗含着对这个语言特征是否与它出现的场景适配的认识。例如，在中国高等学校的课堂讲方言而

不是普通话是否合适，对这类问题作出判断就是基于特定的“语言意识形态”。在这种“语言意识形态”

的作用下，特定的语言特征就会被赋予社会意义，如方言在中国高等学校课堂使用会被认为不合适，或

者说大学老师在课堂讲课使用方言会被认为没有使用普通话更合适，或会被认为没有使用普通话更能

体现其大学老师的身份，更能赢得尊重，等等。这时，该语言特征与这个在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下产生的

社会意义便形成 一 种 新 的 指 向 关 系，被 称 为“第 二 级 指 向 关 系”（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第二级指向关系”是语言意识形态作用于该语言变体“第一级指向关系”的结果，这种语言意识形态是

一种受“民族元语用驱动”（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对语言特征进行的“本地解读”（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⑤ 当“第二级指向关系”中指向符（如方言）的子特征依据其他意识形态图示被认为具有

其他的指向意义时，如当人们不仅注意到将某个方言指向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而且注意到这个方言已

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意义（如不宜在大学课堂使用），这时，如果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图示（诸如“每个地方都

有方言，听到一种方言就可以知道说这种方言的人来自那个地方”的认识）也发挥作用，那么他们就可以

在他们自己的言谈中使用这种方言，以显示自己来自那个地方。这时，使用这个方言也创造出第三级指

向关系（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即使用该方言的意愿与听起来具有地方性的言谈之间的联

系。这里，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和建构性上面。例如，大学教师如果要构建

自己的独特语言风格，或构建自己的乡土身份，抑或挑战特定的语言政策，如大学教师授课需使用普通

话的规定，那么，他就会在大学课堂模仿使用某种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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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语言意识形态”与批评话语研究所要揭示的、隐含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从源头看，“语言意识形态”是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解释项”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意识形态”则是

源自政治学中的概念。从它们与语言使用的关系来看，“语言意识形态”不像“意识形态”那样是批评话

语研究和批评语言政策研 究 揭 示 的 对 象，而 是 一 个 在 社 会 活 动 者 相 互 作 用 的 过 程 中 起 到“调 节 作 用”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的概念，对于探究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具有实际意义①，特别是在探究话语互动过程

中语言使用者对于互动后果的影响具有意义。例如，田海龙在剖析中医话语与西医话语相互作用的过

程时认识到，西医话语对于中医话语的影响，以及中医在其对国际化和标准化追求过程中对西医话语的

依赖，都需要通过中医执业者自身对西医的认识来实现。换言之，中西医话语互动的结果不是中西医相

互作用直接导致的，而是通过参与话语互动的社会活动者自身的“语言意识形态”间接实现的②。

认识“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的区别，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语言政策制定者的“意识

形态”是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一个研究课题，还可以更为明确地表明语言政策话语研究需要通过语言政

策接受者的“语言意识形态”来探究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以上关于“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

态”的讨论促使我们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两条路径，即“话语分析”路径和“话语互动”路径，前者

注重揭示语言政策与规划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后者注重阐释语言管理与治理过程中治理者

话语与被治理者话语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治理效果的社会互动过程。

三、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

采用“话语分析”路径进行语言政策话语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所涉及的语言态度和信仰被理

解为语言政策和规划制定者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以及与之形影相随的语言政策制定者的权力和

权威，虽然并非总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直接体现，却也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课题，从话语的角度进行语言政策研究，就有必要将这些隐含的意识形态揭示

出来，进而认识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目的。这样的“语言政策话语研究”在理论上遵循批评话语研究

的理念和原则，对特定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并依据批评话语研究的分析框架，对这

些隐含在语言政策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真实含义作出阐释，揭示其发挥作用的社会语境，以及意识形态

与权力关系共同作用的机制。在这方面，斯普兰德对佛兰德斯和芬兰“将英语定为高等教育用语”的话

语分析即是一个典型研究案例。该研究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两国宪法、大学

教育政策以及芬兰的捷瓦拉大学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文件中涉及语言政策的文本进行语言学分

析，发现这些文件都将本国语言表述为“官方语言”，是大学教育中使用的语言，而“英语”则没有被两国

宪法、大学教育政策和文件直接提及。对此，该研究认为，这些对语言的不同指称、命名和标签体现出话

语对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建构，“英语”没有被直接提及体现出它所代表的“他者”身份，这种命名策略建

构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如此对语言政策进行“话语分析”，作者发现，荷兰语被表述为在佛兰德斯

使用的唯一官方语言，芬兰语也被表述为在芬兰使用的唯一官方语言，这都体现出注重语言地域性的单

语主义的意识形态。“英语”在语言政策的文件中没有被直接提及，仅是被表述为“其他语言”，构建出

“他者”的身份。这表明，虽然英语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巨大，但是佛兰德斯和芬兰这些语言敏感地区对

于其他语言地位的挑战还是很警惕的。③ 尽管在研究中斯普兰德并没有刻意区分“意识形态”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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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但是他用“意识形态”指隐含的、可以形塑价值、规范和政策的信仰和假设，用“语言意识形

态”指在话语中谈论某个话题的方式，①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个案例研究阐释了谈论一个话题的方

式所形成的语言实践不仅体现着意识形态，也体现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案例研究具有批评话语分析揭示话语社会实践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在语言政策与规划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并非在早期的语言规划理论中受

到重视。许多早期的语言规划理论提倡语言规划应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试图将语言规划与语言运用

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现实割裂开来。这些理论受结构主义或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过分专注于

政府部门有意识的语言规划，所采用的研究框架忽略了被规范的语言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后，在具

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批判理论和话语理论影响下，特别是在语言学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影响下，语言政

策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规划的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性质，认识到语言政策与规划体现出制定者的

诸多意识形态取向，如促进性取向、权宜性取向、宽容性取向、限制性取向、压制性取向，等等。这里的

“取向”，即是对谈论语言和语言问题方式和语言态度范围的一种界定，暗示出“语言政策都是含有意识

形态倾向的”②。它是一种话语，在以霸权方式将某些特定的理念、现状和教育形式标准化和正规化的

同时，也将另一些理念、现状和教育形式划定为他者。由于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创造不平

等的权力关系特征，体现为政府文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也是一种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带动着社会的

发展和变革。在此背景下，约翰逊提出“批评语言政策”研究，将语言政策和规划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

凸显出来。他强调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强调语言政策和规划制定者的意识形态可

以引发社会不平等，指出“批评语言政策”研究应该聚焦如何揭示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所隐含的意

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约翰逊提出的“批评语言政策”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旨在揭示语言运用中

体现的意识形态内容颇为相似。但是，约翰逊主要论述了批评语言学、批评社会语言学、批判理论等对

语言政策研究的学者提出“批评语言政策”的影响，并没有深入讨论如何在批评语言政策研究中如何对

政策文本进行深入的话语分析。因此，我们提出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就是要强调在对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文本及其产生过程进行分析时要运用语言研究的方法，如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

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同时 遵 循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的 分 析 框 架，如“辩 证－关 系”分 析 框 架 或“话 语－历
史”分析框架，③只有这样才可以认识语言政策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及其创造的不平等关系。

四、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互动”路径

如果说注重探究语言政策与规划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构成语言政策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路径，那

么，注重探究语言管理及治理如何通过受众的语言意识形态获得预期效果，就需要采用语言政策话语研

究的“话语互动”路径。“话语互动”是社会活动者通过使用一定的话语策略相互影响的过程。④ 由于话

语体现为语言使用的特定形式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便体现在

语言使用和社会因素两个层面。在语言使用层面，一个话语作用于另一个话语，该话语中的语言使用形

式就会被“再情景化”到另一个话语的语言使用层面，而这个话语中已经存在的语言使用形式也会与新

植入的语言使用形式产生融合或挪用，形成一种语言使用层面的杂糅。在这个过程中，两个话语所具有

的权威及其彼此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如体现为两个话语主体所具有的不平等地位，对于造成语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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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层面的杂糅具有潜在的力量。但是，这种杂糅最终是否出现以及程度如何，则取决于社会活动主体对

使用某个语言形式所要达到目的的主观认识。这种认识，即是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元语用模

型”，它对话语互动过程中产生新意义的作用不可或缺，①同时，也是进行话语互动分析“双层－五步”分

析框架的重要步骤②。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是莫提默（Ｋ．Ｍｏｒｔｉｍｅｒ）对巴拉圭语言政策的研究。巴拉圭的国家宪

法规定，“学校教育应该使用官方语言，即学生的母语西班牙语或瓜拉尼语”。对此，人们会产生特定的

理解，如教育指什么，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的形式和发音是什么样子，学生在社会生活中使用这两种语

言时会是什么身份，在本地使用语言是什么身份，在外地又是什么身份，即时使用是什么身份，长久使用

又是什么身份。这些理解还可以引发其他的理解，如教师在教学中怎样做才算是“教育”；西班牙语有适

合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地区和地方层面的多种变体，哪种才算是当地的“卡斯提尔语”；巴拉圭本地语言

的哪种土语，在国家、地区、地方层级使用的哪种语言才算“瓜拉尼语”；来上学的学生语言能力各种各

样，哪些才算是讲瓜拉尼语的学生或讲西班牙语的学生。人们对国家层面语言政策的解释体现在对这

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之中，通过“语言意识形态”或“元语用模型”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判断，并影响语言政

策的实施，如影响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和课堂决定谁在什么时间和场合说什么语言③。可见，

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作为话语如果要在语言管理和治理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其自上而下对学校的

语言政策话语的作用就需要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在“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中作出如何挪用和再情

景化的反应。而探究这个过程运作的机制，“话语互动”分析路径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

以此为出发点审视语言管理及治理，我们会发现，语言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语言管理者如政

府和企业等机构，以及家庭成员等个体和被管理者如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④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互

动关系。拥有或声称拥有特权的语言管理者所制定的语言政策，作为一种具有权威的话语，如果要收到

既定的管理效果，并非依靠其话语具有权威，而是要通过被管理者自身的“语言意识形态”发挥“调节力

量”来间接实现。在这个“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中，被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语言管理

的效果，同时也预设出这种语言管理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与此同时，体现为“语言意识形态”的语

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存在于语言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于语言治理过程中。正如戴曼纯指出的那

样，在推崇民主执政的现代社会，语言治理鼓励多元主体以相互协商的方式参与治理过程，而不应成为

拥有权威的管理者和治理者强迫被管理者和被治理者接受其管理和治理。⑤ 就参与主体而言，他们处

于不同的层级，一个层级的被管理者可能同时对于另一个层级来说又是管理者，他对于语言政策的主观

认识不仅影响上一层级的语言治理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对下一层级的语言治理。因此，他的

“语言意识形态”是一个研究语言管理及治理所关注的问题，在“语言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尚待进一步探索

和完善”⑥的背景 下，或 许 进 一 步 探 究 被 治 理 者 语 言 意 识 形 态 的 运 作 机 制 是 一 个 有 可 能 取 得 突 破 的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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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语言政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术语，在本研究中既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又包括语言管

理与治理。如此认识“语言政策”的概念，不仅可以清晰地显示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还可以为讨论

“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在语言政策研究中不同的含义奠定基础。本研究将语言政策和

规划制定者的语言信仰理解为“意识形态”，而将语言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管理与治理对象对语言政策的

主观认识理解为“语言意识形态”，可以澄清这两个术语在语言政策研究相关文献中的混用问题，也可以

进一步厘清语言政策研究领域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基于此，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可以采

取“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揭示语言政策中隐含的政策制定者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威；如果侧重语言管

理及治理的研究，则可将管理与治理对象的“语言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观察的维度，采用“话语互动”研究

路径探究管理者的话语与管理对象的话语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探究语言管理与治理如何通过管理对

象的“能动性”实现管理和治理的预期效果。以这两条路径为内容的“语言政策话语研究”，整合了现有

的“语言政策的话语路径”和“批评语言政策”研究路径，使得“语言治理”对于“语言规划管理”的超越不

仅体现在戴曼纯阐释的研究内容上面，①更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研究范式也可以推动话语研究的发展。

在语言治理过程中，被治理者体现在语言意识形态过程中的“能动性”对于“结构”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对“宏观”“微观”二元对立这种现代主义观念的消解，代表着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和理论聚焦②，

在丰富语言政策研究理论内容的同时也可丰富和发展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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